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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精确新闻与民意调查
『新 闻』(news)是什么？根据英文字面上的意义来看，新闻是指「北」(North)、「东」(East)、「西 」(West)、「南」(South)四个方位，其延伸之意应可指涉我们所生活居住的这个世界。除了字面上的意义之外，新闻一词还有其内涵意义。根据国内 一些有关新闻采访教科书的说法，概括而言，新闻的内涵意义可以说就是借着「一定的方法与原则」来「报导真实」与「呈现真实」，新闻报导的职责就是要反映 【我们所存在居住于这个世界的】真实，『真实』(reality)是客观地存 在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参见王洪钧，1955：70；欧阳醇，1982：135；石丽东，1991：347；李利国、黄淑敏译，1997：347）。 在此观点下，一些学者便致力于研究如何减少新闻报导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错误来源，并研究如何提升新闻报导的正确性，以求客观地且正确地报导事实、呈现新闻 (如徐佳士，1974；孙曼萍，1976；郑瑞城，1983；刘萍，1992；罗文辉、苏蘅、林元辉，1996)。
至 于『精确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则是指新闻如何呈现真实的一种采访报导方法，主要是运用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抽样调查法、田野实验法、内容分析法…等) 来采访消息并报导新闻(Meyer, 1973；罗文辉，1991；彭家发译，1994：162-167)。精确新闻与传统新闻报导最大的不同在于，精确新闻系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直接【如面对 面访问】或间接【如电话访问】的系统性观察【指一套特定的方法】，以弥补传统新闻报导缺乏普遍意见之代表性的缺失【如传统新闻深受消息来源控制，以及新闻 报导所呈现的声音大都是政府官员或社会精英的意见等缺失】(罗文辉，1991：3-9)。因此，精确新闻可以说是新闻演进过程中对于客观性报导的新途径。 此外，由于精确新闻大量运用调查研究法来探测民众对公共事务或时事议题的意见，因此精确新闻报导虽不必然就是有关民意调查的新闻报导，但有关民意调查的新 闻报导，则一定是精确新闻。
在 美国，精确新闻报导方式的运用与盛行，和美国总统选举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许多著名媒体(如ABC, NBC, CBS, USA TODAY等媒体)皆纷纷运用行为科学研究法(主要是抽样调查法)，或自设调查部门、或委托其它调查机构、或以跨媒体合作等方式，以邮寄或电话访问方式询 问美国一般民众对于总统选举的一些看法，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而预判选举中的胜利者，此一历史的发展使得「精确新闻」在一开始就与「选举民意调查」发生不解的 关系。此一情况在台湾亦然。台湾地区的新闻媒体在自行运用民意调查方法进行有关精确新闻的报导时，长期以来一直都以「政治或选举民调」的调查为报导主题。 例如，根据一些研究，在民国75年11月至76年10月间的调查主题，系以「选情调查」为主(邱源宝，1989)；从75年10月至77年10月间的调查 主题，较倾向「政治性民意测验」(林东泰，张茂桂，1989)；而在民国75年1月至82年12月这近八年的时期，亦大多是有关「选举议题」及「政治议 题」，且随着选举活动的逐年举办，选举议题的比重有随着国内政治生态多元化而大幅增加的趋势，而在选举类议题中尤以「选举风气」、「赛马式报导」、以及 「选民」等主题最多(徐美苓、夏春祥，1997)；不仅如此，国内两大报(联合、中时)的民调机构在成立之始，即以选举民调的规划与执行为核心（徐美苓， 1996），凡此皆说明了台湾地区的媒体民调多以选举民调为主要关切焦点。
有鉴于国内民意调查的主题大多以选举民意调查为主，本文希望以民国89年总统选举中，台湾地区主要新闻媒体所探测的民调结果为对象，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比较不同的新闻媒体在呈现选举民调结果的数字时，有无呈现明显的差异？
二、如果有明显的差异，则试从框架理论的观点来分析造成此一差异的一些民调机制有哪些？
三、从一个反思的观点来略述民意调查到底是反映民意还是建构民意？
贰、媒体民调与候选人支持率民调结果的比较
国 内媒体开始运用调查研究方法进行精确新闻报导的方式，在民国45年即由台湾新生报开其先锋，而后中间曾沈寂一段时间，到民国73年以后，国内联合、中时两 大报才又重起炉灶，民国83年后随着政府开放一连串的省市长民选、以及总统直选等政治措施，媒体民调机构才又渐渐蓬勃发展。表一所示为台湾地区媒体民调机 构之发展概况：
表一：台湾地区媒体自设民意调查部门之设置概况(资料整理自89.12.31止)
	时间
	新闻媒体
	民意调查部门
	正式成立日期
	现有访问线路
	现有研究人员
	备注

	早期 (民42-71年)
	台湾新生报
	民意测验部
	民45年6月
	已结束
	已结束
	台湾新闻媒体专设民意调查部门之始，于民51年6月结束

	中期 (民72-84年)
	联合报
	海内外新闻供 应中心
	民72年7月
	　
	　
	为联合报系民意调查中心之前身

	　
	　
	联合报系民意调查中心
	民77年9月
	CATI 35线
	6人
	国内第一家开发并使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ATI)之媒体

	　
	中国时报
	民意调查组 (任务编组)
	民74年10-12月选举期间与75年9-12月选举期间
	　
	　
	为中国时报特案新闻中心民意调查组之前身

	　
	　
	曾一度隶属于于专栏组及政经研究室之下，现隶属于特案新闻中心民意调查组
	76年6月
	CATI 19线
	2人
	　

	　
	　
	中时晚报 民意调查组
	78年
	已结束
	已结束
	已于85年停止运作

	晚期 (民83年迄今)
	中央通讯社
	民意调查部
	83年8月
	CATI 40线
	5人
	设立初期为25线后经扩充，以接受委托执行调查案为主

	　
	自立报系
	政经研究室 民意调查组
	84年
	已结束
	已结束
	已于86年停止运作

	　
	TVBS台
	民意调查中心
	85年1月
	CATI 52线
	7人
	台湾地区电子媒体自设民意调查部门之始

	　
	东森电视台
	市场调查中心
	86年6月
	27线
	5人
	原以媒体产业与市场调查为主近期则市调与民调两者并重

	　
	CTN 传讯电视台
	民意调查暨市场研究中心
	87年3月
	CATI 33线
	4人
	已于89年年底结束，原班人马另成立e社会信息管理公司


(资料整理自：郑行泉，1984；张菁菁，1987；丁庭宇，1989；林东泰、张茂桂，1989；邓克雄，1991；罗文辉，1991：38-42；苏义雄，1992；王石番，1995：415-417；徐美苓，1996；周祖诚，1999)
此 外，亦有部份媒体曾经或现在间歇性地委托一些调查机构进行科学性民意调查与精确新闻的报导，如＜自由时报＞曾于78年三项公职人员选举时，邀请学者主持民 意调查，并于85年总统选举时委托＜中华民国民意测验协会＞；80年二届国大选举时，＜台视新闻＞曾与＜联合报＞合作，＜华视新闻＞与＜盖洛普＞合作进行 民调；87年＜中视＞曾委托＜全国意向调查研究中心＞进行民调，但这些合作或委托关系都维持不到一年即告终止(周祖诚，1999：3)。
而 在民国89年总统选举，一些媒体机构亦分别与其它媒体合作，委托专业调查机构进行有关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国内媒体机构对于总统选举所产制的选举民调，共 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由媒体自设民调部门规划执行并分析选举民调，如联合报、中国时报(以上属报纸平面媒体)、TVBS、CTN(以上属电视电子媒体，但 CTN现已结束其民调中心的运作)等属之。另一种则是媒体规划选举民调主题，而委由专业民调机构执行并分析调查结果，如环球电视台与新新闻跨媒体合作委托 山水民意研究公司或中央通讯社等机构执行选举民调；三立SET电视台委托台湾盖洛普市场调查公司执行选举民调；以及劲报委托辅大统计系等属之。
经笔者观察并分析台湾媒体在进行本次总统选举民调的规划与报导过程中，其所探问于选民的题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目：
(一) 候选人在受访选民中所获得的民调支持率(明天投票会投给谁？)
(二)受访选民可能的策略投票倾向(所支持候选人当选机会不大时会转投给谁？)
(三)受访选民对于候选人当选总统的看好率(觉得哪一位候选人的当选机会最大？)
(四)受访选民对于候选人个人形象特质(如重视民意、做事魄力、领导能力、清廉操守..)之认知
(五)受访选民对于候选人的施政表现能力(如解决黑金问题、促进族群和谐、保障国家安全、改善两岸关系、改善社会治安…)之认知
(六)受访选民对于候选人喜好度之评估(喜不喜欢某个候选人？)
(七)受访选民对于候选人政策声明与广告讯息之认知与评估
(八)受访选民对当今国家、社会与候选人的满意度
(九)受访选民对一些发生在竞选期间重大时事议题之反应(如宋楚瑜的中兴票券案)
(十)受访者基本资料(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省籍、居住或户籍地区、..)
在这许多问项中，最为各媒体机构不断探测与强调的问项，便是有关「候选人民调支持率」的结果，因为该一数字反映了总统选举候选人在调查时间当时所获得的民意支持率，此一支持率通常也是预测选举结果最终谁能胜出的领先指标，深受各候选人所重视。
上 述这些媒体选举民调结果与报导，笔者在本文中选择联合报、中国时报、TVBS、环球/新新闻与三立电视台等五家媒体，自办或委托合作的选举民调为分析对 象，将这五家媒体机构对于各主要候选人所探测的「民调支持率」做一整理（自88年3月至88年12月），试图从中寻绎一些有关媒体民意调查在探测民意的过 程上，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现象。
在将时间相近的几个媒体民调结果做一排列后(见第7页的表二)，笔者发现几个现象：
1. 从88年3月至12月底，总共在13件与总统选举有关的时事议题上，有二家以上的媒体机构在几乎同一或相近时间内进行有关总统选举支持率的民调。 

2. 依据各媒体各次民调的成功样本数来看各项调查的抽样误差，几乎都不超过正负三点五个百分点；因此，概略的说，假设有任两媒体机构在同一时间所进行的调查结果，对于某一参选人的民调支持率，如果出现超过七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其所显示的意义是：「不同媒体民调机构对于该候选人民意支持度的探测与呈现，有很大的差异，此一差异已达统计上的显著水准」。 

3. 依据前述理由，宋楚瑜(或宋楚瑜与张昭雄之竞选搭档组合)在受访选民中所获得的民调支持率，在13次重大时事事件上所呈现的民意，于各媒体间未有太大的差异(皆在七个百分点以内)。 

4. 陈 水扁(或陈水扁与吕秀莲之竞选搭档组合)其民调支持率，大致上来说于各媒体间亦无太大差异。不过在「国民大会通过延任案」(编号7之事件)与「谢启大兴票 对帐记者会上」(编号13之事件)，于不同媒体间呈现显著差异。比如说，在仅仅相差一天的调查时间内(编号7之国大通过延任案，88年9月4日.与9月5 日)，联合报与三立/Gallup两媒体对于陈水扁的民调支持率调查，皆为23%，而TVBS却为32%，两相比较，对于陈水扁所获民意投票支持率的呈现 竟有达一成(9%)的差距！此外，在相隔两天的调查时间(编号13之谢启大兴票对帐记者会，88年12月29日与31日)，中国时报与环球/新新闻/中央 社等两家媒体，对于陈水扁的民调支持率一为27%，另一为20%，两者相距达7%，亦已超过抽样误差的范围，此其中的原因为何？ 

5. 连战(或连战与萧万长之竞选搭档组合)其所获得之投票支持率，在不同媒体的调查结果上呈现比陈水扁更为诡谲的局面。整体而言，连战在各媒体中所获得的民调支持率，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在各媒体的调查结果间呈现显著差异。例如在编号(4)「连战宣布参选总统」时，即使在调查时间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联合报与TVBS两媒体所显示关乎连战的民调支持率，亦有七个百分点的差距(21% VS. 28%)；在编号(6)「连战与宋楚瑜分别在北县造势时」，联合报与TVBS的调查结果有八个百分点的差距(17%VS.25%)；在编号(9)「宋楚瑜 正式宣布张昭雄为搭档副总统人选」时，联合报与三立/Gallup的调查结果有七个百分点的差距(19%VS.12%)；在编号(12)「宋楚瑜召开兴票 案第一次记者会」后的数字结果，更显示了不同媒体间对于连战民调支持率在调查结果上的显著不同，高低之差距可达十一个百分点(TVBS 23% VS. 环球/新新闻/中央社 12%)！；而在编号(13)「谢启大召开兴票对帐记者会」后的民调结果，在同一时间的调查，亦呈现出不同媒体对于连战民调支持率的高度歧异(TVBS 22% VS. 三立/Gallup 14%)。 

上 述现象说明了什么？科学民意调查作为「精确新闻」中的一份子，其所呈现的意见难道不是就要「精确地反映普遍的民意吗」？在科学理性的执行规范标准下，各媒 体机构在同一时间对于民意的探测，不是应该都会「一致地呈现」相同或相近的结果吗？从表二的简单比较，我们心理应该已经有数，那就是，精确新闻可能「无法 精确报导事实」，民意调查可能「无法真实反映民意」。在整个精确新闻或民意调查的此一再现(represent)真实民意的过程中，实隐含许多产制民意的 机制(mechanism)，事实上，是这些民调机制，产制、建构了我们对于民意的认知。以下即试图从框架理论的观点来阐述民意调查产制民意的种种框架。
　
表二 媒体在相近时间点所探测的总统选举民调支持率结果之比较(民88.3月至88.12月)
	　
	　
	　
	　
	连战 (或连萧配)
	陈水扁或 (陈吕配)
	宋楚瑜 (或宋张配)
	样本数
	最大抽样误差

	编号
	事件议题
	调查机构
	调查日期
	民调支持%
	民调支持%
	民调支持%
	N
	%

	1
	陈水扁宣布参选 (88.5.27)
	联合报
	88.5.27
	11
	*19
	36
	1076
	3.0

	　
	　
	TVBS
	88.5.26
	16
	*27
	35
	951
	3.2

	2
	李登辉总统提出两国论后(88.7月中旬)
	联合报
	88.7.15
	14
	21
	40
	843
	3.4

	　
	　
	环球/新新闻
	88.7.15
	15
	22
	37
	1130
	3.0

	3
	宋楚瑜宣布参选总统(88.7.16)
	联合报
	88.7.16
	14
	20
	37
	1029
	3.1

	　
	　
	TVBS
	88.7.16
	16
	24
	40
	1018
	3.1

	4
	连战宣布参选总统(88.7.31)
	联合报
	88.7.31
	*21
	20
	31
	969
	3.2

	　
	　
	TVBS
	88.7.31
	*28
	20
	31
	1178
	2.9

	5
	连战宣布参选总统后
	联合报
	88.8.3-4
	18
	21
	34
	1191
	2.9

	　
	　
	中国时报
	88.8.3-5
	20
	18
	32
	1010
	3.1

	6
	连战与宋楚瑜分别在北县造势(88.8.14)
	联合报
	88.8.15
	*17
	18
	35
	954
	3.2

	　
	　
	TVBS
	88.8.15
	*25
	17
	34
	1246
	2.8

	7
	国民大会通过延任案(88.9.4)
	联合报
	88.9.4
	16
	*23
	31
	880
	3.4

	　
	　
	TVBS
	88.9.5
	13
	*32
	32
	1164
	2.9

	　
	　
	三立/Gallup
	88.9.4
	16
	*23
	33
	758
	3.6

	8
	传闻陈水扁搭档吕秀莲竞选正副总统确定
	联合报
	88.9.16
	19
	18
	32
	905
	3.2

	　
	　
	中国时报
	88.9.14-16
	19
	21
	32
	1022
	3.1

	9
	宋张配正式宣布(88.11.11)
	联合报
	88.11.11
	*19
	19
	32
	922
	3.3

	　
	　
	TVBS
	88.11.11
	15
	20
	36
	1030
	3.1

	　
	　
	三立/Gallup
	88.11.11
	*12
	20
	36
	1081
	3.0

	　
	　
	环球/新新闻/中央社
	88.11.11
	14
	21
	38
	993
	3.2

	10
	宋楚瑜被开除国民党籍(88.11.17)
	联合报
	88.11.17
	20
	19
	33
	926
	3.3

	　
	　
	TVBS
	88.11.17
	19
	21
	32
	1064
	3.0

	　
	　
	三立/Gallup
	8.11.17
	19
	18
	33
	855
	3.4

	11
	宋楚瑜兴票事件爆发 (88.12.9)
	联合报
	88.12.10
	23
	23
	24
	893
	3.4

	　
	　
	三立/Gallup
	88.12.10
	17
	22
	28
	1069
	3.0

	12
	宋楚瑜兴票案第一次记者会(88.12.14)
	联合报
	88.12.15
	20
	21
	27
	952
	3.2

	　
	　
	TVBS
	88.12.15
	*23
	26
	25
	1165
	2.9

	　
	　
	三立/Gallup
	88.12.15
	*15
	25
	24
	1095
	3.0

	　
	　
	中国时报
	88.12.15
	*22
	24
	27
	841
	3.4

	　
	　
	环球/新新闻/中央社
	88.12.14
	*12
	20
	29
	622
	4.0

	13
	谢启大兴票对帐记者会 (88.12.28)
	联合报
	88.12.29
	19
	22
	25
	985
	3.2

	　
	　
	TVBS
	88.12.29
	*22
	25
	26
	1008
	3.2

	　
	　
	三立/Gallup
	88.12.29
	*14
	24
	22
	998
	3.2

	　
	　
	中国时报
	88.12.29
	18
	*27
	25
	709
	3.8

	　
	　
	环球/新新闻/中央社
	88.12.31
	*13
	*20
	24
	1014
	3.1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搜集整理)
注：1. 数字前有*符号者，表示该参选人所获民调支持率，在不同媒体间之差异，已超过抽样误差之区间范围。
2. 最大抽样误差，系以95％信赖水准下所计算出来的理论估计值。
参 、 民意调查与框架理论
现 代科学民意调查起源于1930年代的抽样调查理论以及态度测量技术两者的发展；当时的Gallup与Crossley等两家民调机构于1936年美国总统 大选中，以为数不多的样本(约1500个样本) ，成功的预测了当年的总统选举结果，是为科学民意调查的滥觞(Price, 1992：45；赖世培等，1996：26-28)。二次战后，随着美国强权的建立，使得源自于美国的民意调查方式经由其军事政治与经济的霸权进而扩散到 全球，而形成现在一般人对于民意与民意调查的认知。此种民意调查的主题通常是由访员打电话(或面访或邮寄)询问民众对某一项公共议题或政治人物表现的看法 (如赞不赞成、满不满意)，而后再公布受访民众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布情形，通常包括全体受访者对各个问题的支持或反对的百分比例，以及经过交叉分析后所 切割细分的次群体(如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省籍、党派背景)，在各项问题上的意见分布状况，媒体在呈现这些数字的同时，通常也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来 帮助读者了解该项调查的结果。因此，统计数字与统计图表构成了现代人对民意认知的脑海图像。
而 民意的内涵又是什么呢？照字面上来看，民意是指「民众的意见」，但「民众的意见」之具体内涵为何，虽然有将近四、五十种的界说，但至今并无一个普遍接受的 定义(王石番，1995：7-8)，事实上，要为民意下一个严谨而涵盖周全的定义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美国研究民意的学者Vincent Price 从『公众』与『意见』此两个概念进行剖析后指出，所谓的民意，是指：
“在特定行为脉络下(behavioral setting)，公众对于集体所关注的特殊事件行动，所采取的一种意见表达的判断(expressed judgments)”(Price ,1992:50)
如果我们将「特定的行为脉络」以「调查访问」此一情境来带入，则我们似乎可以把「民意」这个概念，简化为下面的意涵：
“民意，系透过科学性民意调查方法而取得公众对于某一议题或问题的集体意见 。此一集体意见，就其本质来说，乃是人们在接受访问时，针对调查问题中的文字叙述所产生的一种意见反应之总和。”
　 学过一些调查研究方法的人都知道，在探测民众意见的整个研究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机制」(mechanism)会影响到民众对于某一特定问题之回答意见， 在各项调查机制间，每一环节都会有可能产生误差(errors)，「误差」代表着「调查所得答案」与研究者所要探测之「真实数据」两者之间的差距(黄朗文 译，1999：31)。这些误差如果无法加以有效的控制，则民调的结果往往只是一堆误差的总和(the sum of errors)罢了，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吴齐殷，1999）。
如果不考虑其它调查方法，纯粹以电话民意调查在其执行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误差而言，大致有两大类、六次项(综合并修改自Groves,1989；Lavrakas,1993：2-5；Sheaffer et al.,1996：51-58)：
一、 来自于调查所得之「成功样本」，与其欲推论之「真实母体」，两者之间的误差，此类误差称为「非源于观察此一动作所产生的误差」(errors of nonobservation)。
此类误差包括来自「抽样动作」此一机制，所产生的「抽样误差」(sampling error)；来自「抽样清册(或说抽样架构)」此一机制，所产生的「涵盖不足之误差」(coverage error)，以及来自「成功样本」此一机制，所衍生出来的「无反应之误差」(nonresponse error)。
二、 来自于测量或观察过程中所搜集得到的「调查资料」，与受访者之「真实意向」，两者之间的误差，此类误差称为「源于观察此一动作所产生的误差」(errors of observation)，或称为「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s))。
此类误差包括来自「访员」(interviewers)此一机制，所衍生的「访员误差」、来自「受访者」(respondents)此一机制，所衍生的「受访者误差」，以及来自「测量工具」(measurement instrument)(如调查问卷)所导致的「测量误差」。
此处，笔者要提出的一个观点是，统计学家们眼中因为不同「机制」(mechanism)所衍生的「误差」(errors)，如果从「框架」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因为采用不同「框架」(frame)所导致的「框架效果」(frame effect)。也就是说，我们可将民意调查过程中探测民意的种种「机制」，看成是一套套「框架」，也就是因为不同的媒体民调机构，使用不同的调查框架来探测民意，所以得到不同的民调结果与民意呈现。
「框架」(frame)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传播的框架研究主要系研究媒体如何框架一个问题，进而影响人们对于该问题的理解与诠释。有关框架的定义种类繁多，比较有系统的介绍各家看法并加以归纳的研究，应属Tankard et al. (1991)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框架乃是对于新闻内容加以统合组织的一种观念。Pan & Kosicki（1993）及Takeshita（1998）则从学科的研究取向途径加以归纳，认为框架的内涵基本上可从两种途径来理解，一是社会学途径，另一是心理学途径。
如 采社会学途径来看待框架，框架就会被视为「定义情境」或「提供观点」。框架是提供意义解读的一套统整观念，会借着一些些隐喻、例子、短语、描绘、与视觉形 象的运用（Gamson & Modigliani, 1989），进行选择、强调与排除（Gitlin,1980：7），以影响个体如何进行事物的诠释（Goffman ,1974：21）。总而言之，框架就是一种如何说故事的呈现，研究方法大多采用质化研究。第二种是循心理学途径来看框架，认为框架是个体在面临特定情境 时产生的一种「选择判断」或「偏好表达」。框架是处理信息及讯息的一组知识结构，类似于认知心理学中的基模（schema）或脚本(script)之概念 （Fiske & Taylor, 1991；Rumelhart, 1984；Schank & Abelson, 1977），此一知识结构会影响个体对于所处事件的判断与偏好（Kahneman &Tversky ,1984），会影响个体对于问题发生时之责任归因与解决方案之选择（例如Iyengar, 1991），同时也会影响个体在接受调查访问时的回答反应内容（例如Kinder& Sanders, 1990）等，研究方法大多使用量化的实验法或调查法等等。另外就是对上述两种途径的整合观点，如Entman (1993)、Pan & Kosicki (1993)等人对于框架的定义，也最常为其它研究者所引用。
不 过，除了前述两种不同的框架观点外，一个常为传播学界所忽视的研究途径是，框架(frame)此词在统计学上的意义。统计学家在使用「frame」一词 时，主要是指涉一种「取材范围」或「参考架构」，套用在抽样调查上时，即为「抽样架构或抽样清册」(sampling frame)，系指据以抽样的一组名单（Sheaffer,et al.,1996：43-44），研究者从该组名单中「取材选样」，并「参考」该组名单的特性来「推论」调查母体之特性。抽样调查研究最后所获得的是一套 成功样本，研究者依据此套成功样本的统计值(statistics)，进而外推其所欲调查的母体参数(parameter)，其推论的有效与否，完全要看 此套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而样本代表性的效度(validity)，又与该套样本所据以产生的抽样架构有很大的关系。
因 此，框架概念应有其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统计学之意义内涵。如果吾人将框架的概念运用在民意调查或精确新闻上，即指民调工作者如何经由一些框架机制的运用， 以再现社会民意。由于框架研究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定义真实」(define reality)的研究（Takeshita, 1998:1-2），因此，在再现民意的过程中，框架必然会对于社会真实产生某种程度的偏误(bias)与扭曲(distortion)，就此来看，框架 或可视为吾人在进行测量(表征)社会真实时，所产生的一种「结构性的系统误差」(structural systematic error) (Ghanem, 1998:9)
　 如果框架的本质是一种误差，那么民意调查中有哪些框架机制是误差的来源呢？笔者以为，如从民调执行的三大过程「抽样」、「问卷」及「访问」来看，则在「抽 样」过程中，至少存在着样本代表性的框架，此一框架机制可能影响抽样调查中的涵盖误差、无反应误差以及抽样误差三者之变异大小；在「问卷设计」中，至少存 在着问卷设计的框架，会影响问卷误差的变异大小；在「实际访问」的过程中，至少存在着访员素质的框架以及标准化访问的框架，此会影响访员误差与受访者误差 两者之变异大小(参见下页表三)。
表三 不同性质的框架概念与误差来源
	民意调查的主要组成
	分析途径
	框架的内涵
	民调 框架的种类（机制）
	民调 框架的效果（误差）

	抽样方法
	统计学
	参照取材
	样本代表性的框架
	涵盖误差 无反应误差 抽样误差
	「非观察」误差

	问卷设计
	社会学
	定义情境
	问卷设计的框架
	问卷误差
	「观察」误差

	访问情境
	心理学
	偏好判断
	访员素质的框架 标准化访问的框架
	访员误差 受访者误差
	「观察」误差


(来源：笔者自制)
　以下即针对这些民调框架在不同媒体民调机构中的现况，做一简单的说明，讨论的焦点放在不同媒体民调机构，彼此之间的框架机制差异。
一、样本代表性的框架
一个电话民调的执行，从「电话号码的抽出」到「实际成功样本」的完成，其间会经过非常多的关卡，在这重重关卡中，如果单就统计的观点来看，则至少就会产生三种误差会影响到一套成功样本的代表性：「涵盖误差」、「无反应误差」与「抽样误差」。
所 谓「涵盖误差」，系指抽样清册(sample frame)无法完全涵盖母体各项单位所造成的误差，此种误差通常表现在三种情形：(1)抽样清册不适用(inadequate)或指与母体不吻合(2) 抽样清册不完整(incomplete)或指未列出全部的抽样单位(3)抽样清册中的名单重复登载(overlap)(赖世培等，1996：116)。而 「无反应误差」大致包括三种来源：(1)无法接触到合格受访者(2)受访者拒访，或因受访者因生理心理障碍或其它因素而无法进行访问(3)受访者虽接受访 问，但在某些问题的回答上拒访。此种「无反应」之误差，会使得一个即使是经由审慎设计所得的抽样样本，由于丧失一些无法访问到的样本，而使得调查所得成功 样本的代表性受到质疑。因此，调查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是，调查最后所得之成功样本，到底与原始经过机率抽样设计所抽出的样本(其具有代表母体的特性)，两 者之间的特性有没有明显差距？如果有差距，就应设法采用一些方法(如事后加权)来调整成功样本之结构，使其可以代表母体，据以加强其推论的外在效度。
另 外，即使是采用机率抽样，也仍然会有随机抽样误差的存在。一般我们在民调新闻报导中常见到「抽样误差」(sampling error)此一数据，是指抽样调查所得之样本数据与母体真正数据两者之间的差距，其大小由以下三个因素来决定：(1)研究者所要求的信赖水准 (confidence interval)(2)母体的二项分配比例(binomial distribution)(3)样本数(sample size)。在单纯随机抽样(SRS)或等距随机抽样(SYS)之抽样设计下，如果我们设定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赖水准，假设母体的二项分配比例为50%- 50%，则在成功调查样本为1067个之情况下，其抽样误差约为正负3%(赖世培等，1996：115)。
在 本文所列示的五家媒体民调机构，有的抽样清册(参见附录二)是住宅电话簿(联合报，中国时报，三立/盖洛普)，有的是计算机公司的电话数据库(环球/新新闻 /中央社)，有的是调查地区的电话局码前缀(prefix)(TVBS)，这些不同的抽样清册与抽样方法所产制的电话号码，会不会因其涵盖地区的不同，而 造成各媒体间选举民调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呢？。况且，该五家民调机构对于成功样本的分析是否有经过「加权」(weight)调整，亦未见清楚说明，有没 有加权，是否会严重影响调查结果的不同呢？而不同的加权方法与加权变量是否也会形成民调结果的不一致呢？此皆有待有心人士未来作进一步的探讨。上述这些相 关误差都成为一种「样本代表性的框架」，框架了我们对于母体的推论范围，也框限了我们对于社会民意的认知，同时也可能是造成媒体民调结果之所以呈现不一致 的原因之一。
二、问卷设计的框架
问卷题目本身的措词(wording)、题目的次序安排(ordering)、问卷的形式(form)；题目中选项(items)的范围及多寡(range and number)、选项的呈现次序(response order)、中间选项的有无(middle response)；以及一些因为社会期望问题所形成的社会期望效应(social desirability effect)和因为问卷之题意方向趋于一致所形成的反应一致效应(response set)(赖世培等，1996：156；刘骏州，1995：108-109)，甚至因为调查机构不同所形成的受访机构效应(house effect)等，都会提供受访者不同的情境定义，进而影响受访者对于问题选项的回答判断，此项框架机制自然也可能是导致媒体调查结果呈现不一致的偏差来源。
就 本次媒体所做的总统选举民调来说，我们应审视其原始问卷的用字遣词以及其出现的次序和选项内容，因为有很多调查结果之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就是在此环节有很 大的差异，特别是某些机构习惯将「投票支持题」放在整个问卷的后面问，而在问卷前面则先问了许多关于某候选人政见、活动或广告的讯息，在此一访问的情境脉 络下，即容易塑造有利于某候选人的情境效应，进而引导受访者回答倾向有利于该候选人的答案，而使得该候选人在该媒体所得的民调结果与其它机构大相径庭。例 如在88年七月底连战宣布参选总统当日，TVBS在当日所做的连战支持度民调攀升到第一，与其它媒体在同时间所做的结果有很大差距，TVBS就被外界质疑 其问卷设计在询问受访者会投票支持谁时，问了许多引导性的问题(leading question)(杨舒媚，1999)。此外，即使是将「投票支持题」皆放在访问一开始的前面几题就探问，然不同媒体所使用的探问字句亦不尽相同，这些 不同的字句对于本次总统选举受访者的投票支持意向，是否会产生明显改变？在缺乏实验设计的左证下，真实情况如何尚不得而知。
三、访员素质的框架
不 同的访员特质(如性别、年龄、职业、语言运用能力…等.)与不同的访员训练内容，也有可能在民意调查探测民意的过程中形成误差(error)(黄朗文译， 1999：第六章与第七章)，在本文所指的五家五家媒体民调机构中，其访员甄补与访员训练的方式各有不同(参见附录二)。在访员甄补方面，有的机构以兼职 学生和家庭主妇为主(如中国时报、三立/盖洛普)，有的机构坚持不用兼职学生(如联合报、TVBS)；在访员训练方面，有的约一、二小时(如中国时报)， 有的却长达11小时(如联合报)，在访员语言能力的训练方面，有的要求国台语精通，有的并不要求台语的说讲能力，访员的社会经验与访问技巧在不同民调机构 间呈现相当的歧异。因此，媒体民调机构在呈现民调结果之所以不一致的原因，是不是由于不同媒体民调机构，在访员误差上的变异量彼此不同，所导致的一个现象 呢？
四、标准化访问的框架
正 统的调查方法研究，强调一种标准化的访问程序，此标准化的访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访员必须依照研究设计者的指示，依照一定的规则(如户中选样或任意成 人法)选择合格受访者进行访问；2、访员必须按照问卷设计者所设计的问卷题目字句及次序，忠实的、逐字逐句的、以非引导的追问方式念给受访者听，并与受访 者保持中立的进行访问(黄朗文译，1999：第三章)。
本 文中所指称的五家媒体民调机构，依照其作业规范，对于受访者的选择几乎都是采用「任意成人法」(参见附录二)，然对于访员在实际访问以及督导在监督访问时 是否都能依照标准化访问程序的要求来进行调查，实不无疑问？事实上，由于各媒体民调机构的访问程序不一，对访员的要求严谨度也不一(如对于追问的要求)， 相对地也会影响到受访者的表达意愿与与方向。在民调机构对于标准化访问之落实程度彼此不一的情况下，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受访者误差变异量，进而导致各机构间 民调结果的不一致。因此，即使是同样标榜标准化访问的民调机构，吾人仍需实地观察，才有可能一窥该机构的落实程度。
除了上述四种框架之外，媒体民调机构基于其抢新闻与炒议题的媒体特性，不同于一般纯粹学术研究性质的民意调查机构，因此笔者认为，媒体民调机构尚存在着两种框架机制来影响阅听人对于民意呈现的不同看法：新闻价值的框架与新闻公布的框架。
五、新闻价值的框架：
媒 体自办的民意调查新闻，必须与其它新闻共同竞争以求登上版面，因此媒体民调的主题愈是与新闻价值切合，愈是契合热门的新闻事件，就越有机会被报导而成为新 闻，新闻事件因此主导了媒体民意调查的主题选择(周祖诚，1999：6-7)。因此，有关政治性的民意调查就会特别注重选举或政治人物其民意支持度的涨 跌，这也说明了在笔者所搜集的五家媒体民调数据中，每次有关总统选举民调，无论是在何种事件或议题后进行调查，几乎都必然会访问「如果明天投票您会投票支 持哪一位？」等所谓候选人投票支持度之问卷题目，此一新闻价值选择的框架，框限了我们对选举民调本质的认知，好像选举民调就是以赛马民调为其报导与探测的 焦点。
六、新闻公布的框架
新闻公布的框架，基本上包括撰写调查报告的语言框架，与公布调查结果的组织框架两类。
在 进行精确新闻的报导写作时，仍然会受到写作者(常是研究者)其语言文字符号运用手法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报导意涵。例如对于两位候选人的民调支持率，A候 选人为22%，B候选人为20%，如考虑抽样误差的因素，则两人在母体中的真正民意支持度可能并无大大差异；但写作者可能写成「A的民调支持率小胜B候选 人」，而在实质上改变了抽样调查数字的意涵。
更 重要的一点是，媒体民调部门在完成民调结果后，编辑部门有无运用组织的控制力来压制或干涉民调部门的精确新闻报导结果，而使得最后新闻版面上所呈现的结果 与实际调查结果有出入？此种「组织的框限压力」在各媒体间的干涉程度大不大呢？会不会说，我们所看到各媒体民调结果之所以有很大差异，其实问题不是出在 「调查数字」，而是在于媒体组织的编辑部门或拥有者，因基于某种特殊考量而对于「调查数字的更动」呢？媒体民调部门对于整个调查过程的自主决定权又有多大 呢？根据一项数据显示，联合报、中国时报与TVBS此三家媒体机构的民意调查部门，对于决定调查议题、掌握调查时间点、问卷设计、执行调查、数据诠释以及 撰写新闻稿的整个过程，都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周祖诚，1999：11-2)，也就是说，媒体新闻室对于民调部们精确新闻报导内容之控制力量，是较弱的。 虽是如此，我们也必须持续关注此一焦点，因为它是影响民意如何在新闻媒体上呈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以 上所叙述的都是有关进行民意调查并公布民意调查结果时，可能影响民意呈现的一些相关框架机制(假设民意的概念是限定在受访者对于调查问题所做的一种意见反 应之前提上)，这些机制框架，到底是「反映」了民意？还是「建构」了民意？实有不同的看法，以下试就此一问题简单加以讨论。
肆、民调是民意的反映或民意的建构？
回 到本文一开头所陈述的，许多新闻教科书都告诉我们新闻是「报导真实」，而当今民意调查的教科书也告诉我们科学性的民意调查是「民意的真实呈现」，然而当我 们比较民国89年总统选举几家媒体所做有关总统选举候选人民调支持度的结果时，我们发现即使是媒体在同一时间所执行的调查，对于同一位人选的调查结果，也 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于此一现象笔者引进框架概念作为解释的基础，认为不同的民调机构各自有其不同的民调框架机制，每一种框架机制都会产生大小不等的误差， 由于各家机构所累计的「误差总和不一」，因此形成差异颇大的调查结果。
传 统对于科学民意调查的看法是，经由科学民调程序所探测出来的统计结果就是民意的真实反映(reflection)，科学民调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减少各种民调 框架机制下所造成的误差，然前述看法基本上是从实证论(positivism)的典范观点来看待民意。民意实证论的研究学者基本上是站在「原子论」 (atomism)之立场，认为民意此种社会现象(研究对象)，可以被视为独立于人心之外而客观存在的一个实体，且可借着个体意见之总和，而获致对于整体 民意的了解【民意实证观之本体论】；此外，研究者亦持「自然科学论」(naturalism)的立场，主张民意现象与自然现象一致，具有普遍的结构与规律 可供探究；如何探究呢？民意实证论者进一步采取「感官主义」(phenomenalism)的立场，认为认识主体(如社会大众)可以透过其感官经验，藉由 一套的知识检验获取程序(如标准化的民意调查程序)，以获得民意的真实面貌【民意实证观之认识论】；在探究民意的过程中，研究者务必要保持「价值中立」 (value free)的立场，不能设计具有引导性或诱导性的问题，访员也不能将己身之好恶加诸于受访者以影响其回答，以免影响真实民意的取得【民意实证观之价值 论】；不仅如此，除了以统计数字或图表来描述个人对于某项问题意见的集体总和(民意)外，实证论者尚希望能进一步的解释民意趋向所隐含的社会意义，建立一 套「科学法则」(scientific law)，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民意的走向(如选举民调的选情预测)，冀图能够控制民意的发展，以获取民心【民意实证观之目的论】。
然 而前述实证论的民意观，事实上早已受到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人士的批评。有些学者从批判论的观点批评所谓『科学式的民意调查』，认为民意调查只不过是一种『意 见的制造、反应、替代与操纵』。如Blumer早在1950年代即曾议论民意调查是一种民意的『制造』(manufacture)；他认为，民意调查只不 过是来自于研究者事先所设计好的问卷，所得到的一栏栏数字百分比，此一民意测量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错误(Blumer, 1948)。德国学者Habermas (哈柏玛斯)也曾批评民意调查；他认为民调不仅不是一种民主【意见】的『表达』(expression)，反是民主【意见】的『替代』 (substitute)，因为民意调查的测量过程，削减了公众理性论述公共议题的空间，妨害了公共领域的成长与发展(Habermas, 1989)。延续Habermas的论点，Salmon & Glasser (1995) 认为民调的本质是对于一些『精英设计的问卷』所做的一些反应(response)(包括赞成、反对与无意见等等)，而非是对于实质论述问题所做的民意讨 论。不但如此，民意调查已经成为一种『操纵』(manipulation) 的工具，而非『启蒙』(enlightenment)的辩证；民众甚至觉得自己本身已经与民意的论述机制-民意调查，产生一种严重的疏离感，民意调查此一 调查工具，已经『异化』(alienated)而取代了民意本身(Herbst, 1993)。
除 了从批判论的角度来质疑民意调查对于民意的真实呈现外，尚有一些后结构/后现代的学者，直接挑战实证论对于「民意是一客观存在的实体」此一哲学本体论的基 本假定，并批评民意调查此一调查民意的工具已经成为一套「权力控制的机制」，进而排除相关的竞争对手。如Bourdieu (布什亚)即曾说过，民意并不真的存在-至少不是存在于一些意见调查的『伪科学』(pseudo-science)之形式中；民意调查乃是一种『神话迷思 的建构』(the mythic constructions)，其夸大了人类理性思考与意见表达的能力(Bourdieu,1979)。顺着Bourdieu的思考脉络，Wilson & Hodges (1992) 认为，民意根本就不是一个具体存在可以观察的实体；更有些学者主张，我们应该放弃传统实证论的观点，即 “个人在回答研究者所探询的问题时即是在表达其内藏于本身的意见与态度” (Zaller,1992:54)，因为民意实难透过访员问题之访问而得以呈现。而法国思想家Foucault (傅科) (1977) 更直接批判量化的调查研究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权力与控制的方法运用；据此，国内传播学者钟起惠便指出，整个民调的制作与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仪式性的表演， 其中有「祭司」（委托与执行机构）、有「特定仪式脚本」（民调方法与问卷统计）、有「演员」（民调学者、专家与受访者）、有「仪式符码」（图表与数据） 等，最终目的就是要藉助此一仪式活动来达成排除竞争对手的功能（钟起惠，1999）。
笔 者认为，我们似乎可从文化诠释典范中的「共同建构论」观点(co-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民意调查中的民意产制，可能更能发现民意的实际。「共同建构论」指的是「客观世界与主观诠释共同产生意 义」，在共同建构论的立场下，「新闻」就成了「主客观辩证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真实」(臧国仁，1999：351-357)。我们若将此一观点加引申，则作 为精确新闻之一的民意调查，即可看成是「访员与受访者在主客观辩证过程中，所共同建构的民意」。究其实，民意调查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为调查研究法，基本上这 是一种存在于「访员---受访者」(interviewer-respondent)之间，一种「提问题-回答」(question-answers)的 过程(黄朗文译，1999)。实证论者在看待此一「提问-回答」的过程时，基本上是站在「主体(访员)与客体(受访者)二元对立的立场」来取得受访者对于 某一特定问题的意见与看法，他们将访谈看成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过程，是一个机械式的资料搜集过程。访员将受访者看成是一个提供资料的机器，而研究者又 将访员看成是另一个搜集资料的机器，在这样的过程中，访员与受访者都是没有个性的参与者，访谈的目的在于对于研究对象做一正确的统计描述，唯有在确保每一 位受访者都受到相同的刺激时，才能够对于受访者的反应加以比较。然而访谈毕竟不是一种标准化访问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种「人的理解」问题，访谈是一种交谈 (conversation)的过程，是受访者与访员彼此运用语言进行传播互动，以进行意义建构与诠释的过程，受访者并不是将已经存在脑中的记忆忠实的呈 现，而是用一种他认为访员可以理解的叙事方式，去重构他的生命经验，回答访员所提问的问题 (毕恒达，1996：36-42)。
因 此，如果从诠释论典范来看民意调查中的民意，基本上会认为民意应该是彼此互动下意义建构的产物。诠释论者站在「建构论」(constructionist )之立场，认为民意并非是一种恒常客观的具体实质，反而是一种相对变动的社会建构(由访员与受访者彼此建构)，民意是存在的，但系存在于人类生活、社会、 语言、符号以及历史文化的脉络中，是一种相对的存在【民意诠释观的本体论】；其承袭「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传统，认为唯有透过对行动者 (如受访者)所处之情境脉络(如接受访谈的情境)进行诠释性的理解(interpretative understanding)，才能了解行动者(受访者)之意向【民意诠释观的认识论】；在进行调查访问的过程中，访员与受访者不仅不应抱持价值中立的立 场，甚至还应该去设法了解彼此的生命价值观，俾有利互动，才能了解访问问题的真义与受访者回答问题时所抱持的真实意向【民意诠释观的价值论】；调查访谈的 目的不在于为了预测或控制民意的趋向，而在于访问者与受访者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意义共享，是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之间能够在言谈之间进行成功的对话与生命经 验的相互交流【民意诠释观的目的论】。
如同美国一位文化研究学者Justin Lewis 所说的，民意调查乃是一套如何指称公众的再现文化系统(polls as a cultural form, 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that attempts to signify the public)，透过调查时问卷设计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字句、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互动与彼此对于问卷问题的诠释，而共同建构了民意(Lewis, 1999)。
因此，回到本节所问的问题，经由民意调查所探测的民意，到底是民意的呈现？还是民意的建构？还有，到底有无真实民意的存在呢？
笔 者认为，如果民意的定义是：「透过科学性民意调查方法而取得公众对于某一议题或问题的集体意见」，则民意调查此一研究工具可视为产制民意的一套框架机制， 民意调查所探测的民意，本质上是一种「民意的建构」，也是一种「民意的再现系统」。然这并非意味着不存在「民意」这个东西，只是说不同框架机制下所产制出 来的民调结果，都代表着不同类型与性质的民意，因此各家所得民调结果不见得都会呈现一致（林东泰，1999）。虽然从民调实证论的角度来看，「民调框架」 即代表一种「系统误差」，但此处笔者愿采取民调诠释论的观点，将「民调框架」看成是一种「特定情境下的民意表达」(而非误差)。就诠释论的观点来看，吾人 不能说，与多数民调机构结果「不一致」的民调就是「假民意」，与多数民调机构结果「一致」的民调就是「真民意」，自然科学中的「多数法则」或「复制法则」 并不能做为民调结果是否真切的检验标准，事实上也并不存在着此类检验标准，因为调查对象是「人」而非「物质」。
　
伍、结论
本文的目的系从一个反思的观点来看待科学民意调查此一研究工具在探测民意时其所隐含的意义。藉由民国89年总统选举相关媒体民调的数据搜集与排比整理，笔者的分析研究显示：
一、 如果以「总统候选人民意支持度」此一问项结果，作为比较的基础，则即使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相类似问项的调查，不同的新闻媒体在呈现选举民调结果的数字时，常有呈现明显差异的情况产生。
二、 本文试图从框架理论的观点来分析造成此类差异之原因。经由对于调查误差来源的讨论以及框架理论的归纳，笔者认为媒体民调从选定主题到报导公布，至少经过六 种框架机制：「样本代表性的框架」、「问卷设计的框架」、「访员素质的框架」、「标准化访问的框架」、「新闻价值的框架」以及「新闻公布的框架」等六种。
三、 笔者进一步认为，就是因为民意调查此一研究工具存在着许多框架机制，而不同的媒体民调机构又未能使用相同的框架机制来探测民意，因此造成媒体机构间民调结果的差异。
四、 民意调查的本质乃是产制民意的一套框架机制，如果将框架视为一种「建构机制」而非「误差机制」，则笔者认为，民意调查所探测的民意，本质上是一种「民意的 建构」，也是一种「民意的再现系统」，并没有所谓「真民意」或「假民意」的区分，每一种科学民调结果都是在某种特定情境下所形成的一种民意再现。
因 此，或许我们都应该重新省思民意调查所强调的精确性，精确性会不会只是一种「假象」（黄伟峰，2000）？另一方面，在传播研究中有许多的效果研究，都是 以民调结果作为检测效果大小的依据(如陈忆宁等，2000)，然而吾人除了从传统科学理性的角度来解读民意调查的结果与评估效果外，是不是也能够藉由本文 的分析例子，来反思此种效果评估方法的限制与局限呢？试想，当研究者对于所欲评估的对象，出现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之民调结果时，我们又要如何选择适当的民调 结果作为评估基础，以诠释其传播效果的有无与大小呢？(全文完)
　注释
* 本论文前曾发表于中华传播学会2001年年会，香港：浸会大学，民90年7月3至5日。
1. 如CBS与New York Times，ABC与Washington Post，NBC与 Wall Street Journal，CNN与USA TODAY和GALLUP。
2. 关于此一发展状况及美国民意研究的历史，可见罗文辉(1991)：31-37以及王石番(1995)：第二章。
3. 所谓「选举议题」，根据徐美苓、夏春祥两人(1997)的界定，系包括赛马式报导、公共政策或政见、选民、意识型态、选举风气及选举政治人物等七种；而「政治议题」则包括体制改革、政策评估、政治流派、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外交议题、两岸关系、行政制度、文官考试等类。
4. 如Tankard, et al. (1991)认为，框架乃是对于新闻内容加以统合组织的一种观念，藉由选择、强调、排除与建构等方式，框架提供了一种如何解读的脉络并据以了解该新闻议题的本质( A frame is the central organizing ideas for new content that supplies a context and suggest what the issue is through the use of selection, emphasis, exclusion and elaboration ). (p5)。
5. 以下有关框架的社会学研究途径与心里学研究途径之文献引用，主要引自Pan & Kosicki (1993):56-57。
6. Entman (1993)指出，框架乃是就我们所认知的真实世界中，选择某些面向，并在传播的文本脉络中加以强调【笔者按：此为社会学观点】，藉此种方式的运用，我们 可以提出某一个特定的问题并加以定义，提出造成该问题的因果关系之诠释，对于可能解决该问题的方案做一评估，同时可以进一步的推介该问题解决之道【笔者 按：此为心理学观点】(To frame is to select some aspects of a perceived reality and make them more salient in a communicating text , in such a way as to to promote a particular problem definition, causal interpretation, moral evaluation and/or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 for the items described.)（p52）。
7. Pan & Kosicki（1993）他们两人认为，框架的本质是符号工作者组织言说(包括口语、视觉、符号)的一种论述过程【笔者按：此为社会学观点】，长期以后形成一种固定的认知、解释与呈现型态【笔者按：此为心理学观点】，据以选择、强调、排除社会事件。
8. 将框架视为是一种「扭曲」或「误差」，基本上乃是以科学哲学的「实证论」观点为其立论之假设基础。
9. 参见附录一，笔者所自行制作的「电话访问成功样本」流程图。
10. 此处对于实证论假定观点之引用，笔者系参照 Smith (1998)：75 的说法。
11. 此处有关科学民意调查的批评内容，笔者主要参考Lewis (1999) 的相关整理与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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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各主要民调机构电话调查访问概况
 (资料来源：苏建州，1998；戴立安，1998；戴立安，1997)
	机构名称
	电话线路
	调查访问系统
	电话号码产生方式
	电话访问状况处理
	有无进行户中抽样
	有无作加权调整样本代表性
	访员管理

	联合报
	35线
	使用由联合报自行开发设计的CATI系统 (UDN CATI)
	抽样清册：先建立各县市电话数据库，以各县市住宅部份电话簿为母体，以5%的抽取率等距抽样，如该县市抽取电话数小于6000个，则补足6000个号码，每年定期更新 如何抽出号码：依各县市进行分层抽样，先依各县市其人口数占台湾地区总人口数之比例，在其抽样清册数据库中随机抽出各县市电话号码，再将尾数1-2位随机作为实际抽出之电话号码
	经铃响8声判定为无人接听 遇传真机即不再重拨 预拒答则由访员自行判断是否应立即重拨以挽回受访者 预录音机、忙线、无人接听时，第一次由计算机系统设定定时拨号，如结果不变计算机系统于一定时间内自动再拨出最后一次
	通常不进行户中抽样 如需进行户中抽样则依据合格受访者人数即女性人数随机指定一位受访者
	一般不作加权 如需加权则依母体性别与年龄结构作加权处理
	招募：女性、大专毕业、国台语流利 训练：包括一般访问技巧、计算机操作、实际试访、心得交流检讨共约11小时 工作时间：6:15-10:00pm 待遇：每工作时段自500元至700元不等

	TVBS
	52线
	使用由辅大谢邦昌教授所开发的CATI系统 (FJS CATI)
	抽样清册：向中华电信查询各县市电话交换码，并经常性的更新数据 如何抽出号码：先将调查地区的交换码建档，每次调查案执行时，将调查地区内的每个交换码(PREFIX)均产生相同数量之号码(交换码加随机后四码)。 抽出电话号码数量：通常是一次先产生4000个样本，再将电话号码以计算机随机分配给访员
	经铃响8声判定为无人接听 如遇录音机、传真机、拒答则使用替代样本 如遇忙线、无人接听、由计算机系统自22J/4设定定时再拨(通常为1小时)
	不进行户中抽样 采任意成人法
	无
	招募：主要是女性兼职人员，不用工读生 训练：新进访员需参加4小时的访员训练，新调查案则进行约30分钟的国台语讲解 工作时间：6:30-10:00PM 待遇：500-600元/每时段


	机构名称
	电话线路
	调查访问系统
	
	
	有无进行户中抽样
	有无作加权调整样本代表性
	访员管理

	中国时报
	19线
	使用和卡来信息公司合作开发之CATI系统(CT CATI)
	1.抽样清册：以台湾地区住宅电话号码簿为抽样清册 2.如何抽出号码：以电话簿等距抽样抽出电话号码再进行尾数两位随机
	电话号码产生方式
	电话访问状况处理
	不作加权
	1.招募：以工读生和家庭主妇为主 2.工作时间：60:00-10:00PM 待遇：每工作时段约500元

	台湾Gallup
	台北48线 台中24线 高雄21线
	使用与超鼎科技公司共同研发之CATI (Gallup CATI)
	1.如为小区域调查，则先搜集调查地区内之电话交换码，再以随机交换码+随机后4码的方式产生电话号码。 
2.如为大区域调查(如台湾地区)，则先依各县市人口比例决定各县市样本数，总样本数为5000，而后再以各县市电话号码簿为抽样清册，抽出样本号码，再以尾数两位随机的方式作为实际拨出之电话号码。
	1经铃响6声判定为无人接听
 2遇拒答、传真机认定为失败样本不再重拨 

3.遇忙线、无人接听、录音机等情况，经追踪三次后则放弃该样本
	预先将二分之一的电话样本指定为男性受访者，其余为女性受访者，依户中成人数与该样本电话号码尾数两位随机指定受访者
	不作加权
	1招募：主要是学生与家庭主妇 2训练：约4小时的访员训练 工作时间：6:30-9:30PM 待遇：时薪110-150元

	中央通讯社
	40线
	使用与宇音科技公司共同研发之CATI (VETC CATI)
	1 抽样清册：以宇音公司所建置的台湾地区各县市住宅电话计算机数据库(目前约有510万笔)为抽样清册，该数据库包括电话门号所在的县市、乡镇、村别以及街道 名称等数据。
 2 如何抽出号码：以台湾地区之调查为例，先以各县市人口数或电话号码数比例(由使用者自订)，分层抽样抽出各县市样本数；各县市之样本再依所辖之各乡镇电话 数比例，抽出各乡镇之样本数；各乡镇之样本再依街道名称顺序等距抽出，抽出之后再以尾数1-4位随机方产生实际拨出之电话号码。
	1铃响八声即判定为无人接听 

2 遇无人接听、忙线、录音机等即由计算机系统设定定时再拨 

3 遇传真机、空号等即不再拨号
	一般不作户中抽样
	1 一般不作加权 2 如需加权则依性别与地区之母体结构加权
	1访员招募：大专以上程度之学生与上班族。 2访员训练：包括电话访问基本概念、接触技巧、开放式问题与追问技巧、角色演练、试访与计算机操作训练共约4小时。


